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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治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应对
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分析

董 亮
(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北京 100037)

摘要 对国际议程间的关联性分析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由联合国引领的全球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

占据了当前国际政治议程的首要位置，两者的协同直接影响到全球治理的有效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巴黎气候协定》不

仅具有共同的规范性基础，而且两者通过议题衔接和叠加已经形成了密切的治理关系，国际制度关联性日益突出。从目前来看，这种

关联性体现了以下特点:第一，嵌入关系。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之一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治理目标已经嵌入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但也与一些目标存在矛盾，因此，协同治理具有必要性。第二，指标对应。《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

细化项目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大部分指标已经形成对应关系，治理具有同质性。第三，制度间倡议交叉与功能外溢。其协同治理

关系具体表现在诸多层面上，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治理模式的趋同、资金渠道的整合、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进行

的发展机构改革，以及联合进行政策倡议、规则建构及政策制定等方面。从制度关系演变的角度来看，两者协同治理的类型正在发生

变化，制度互动在不同层次上不断累积，并逐渐转向伙伴型的协同治理模式。

关键词 关联性;协同治理;巴黎气候协定;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

中图分类号 D912．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2104( 2020) 04 －0016 －10 DOI: 10． 12062 /cpre． 20191132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的关系日益密切，并已成为联合国框架内的两大核心全球

议题。《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简称《2030 年议程》)

与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均在 2015 年达成，这
一年份后来成为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时间节点。
《2030 年议程》与《巴黎协定》作为重要的国际制度，具有
诸多相似之处，两者共同隶属于联合国治理体制，在本质

上均是推动国际社会实现全球低碳发展的治理架构。此
外，《巴黎协定》的主要内容已经嵌入《2030 年议程》之中
( 目标 13) 。因此，研究其协同治理的可能性与实现路径
具有重要意义。

1 问题的提出

以当前国际议程来看，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气候变化的

国际排序十分突出，并已经成为联合国所引领的全球治理

架构的重中之重。那么，由这两项国际议程及其所构建的

国际制度如何产生协同治理关系? 其政策协调及制度互

动具有哪些特点? 以上问题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2015年 9 月，《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通过。该议程是一份包括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169项具体目标的纲领性文件［1］。议程范围广泛且雄心
勃勃，涉及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即社会、经济和环境的
平衡，并确认了未来将采取的执行手段，包括财政资金、技
术开发和转让、能力建设，以及伙伴关系等内容。除目标
13 之外，《2030 年议程》中多项目标涉及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

同年 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1次缔约
方大会在法国召开，各缔约方最终达成了《巴黎协定》，为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政治动
力。《巴黎协定》是全球政治意愿的反映。其中，“国家自
主贡献”( NDCs) 是《巴黎协定》“自下而上”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的核心要素。其所推行的混合治理路径也有助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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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各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并且兼顾了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低碳技术的成本不断下

降与气候融资体系不断拓展。其二，以发达国家同意补偿

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追求低碳经济发展作为前提。整体

而言，巴黎进程形成了一种倡导国家自主减排意愿的“新

的治理逻辑”［2］。

上述两个国际承诺表明了国际社会实行低碳发展的

决心［3］。一直以来，气候变化关涉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两重

属性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共识［4］。时至今日，两个全球治理

框架的作用已经日渐显现，其议程上的高度关联性不断得

到强化。当前，两者在各自框架下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但同时面临落实上的不利因素。

一方面，可持续发展议程是综合性的国际承诺，具有

长期性。《2030年议程》秉承了“不落下任何一个人”的原

则，形成了广泛的全球共识。国际社会也不断明确表示将

遵循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世界各国制定了各自雄心勃勃的

国家应对策略与国别计划，形成了保护地球的指导方针。

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综合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性。然而，总体来看，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缓慢。因此，这

些特点也要求两者采取能够联合实施的行动和政策工具。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遭遇低潮期，但仍能取得新的进

展。在这种情况下，两大议程的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立场不断强化，并

于 2017 年 6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之后，全球气候治理

虽然受到一定负面影响，但也有所进展，例如 2018 年卡托

维兹气候大会最后一刻，《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得以通过。

这些都反映了全球推动相关议程的政治意愿。

总之，两个议程在具体指标和制度上的重合、相互关

联与支撑对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议程的治理协同将是

未来可持续发展与气候治理的核心之所在。因此，本文试

图回答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治理中的关联

性，以及两者在全球进程中的协同治理关系，具体内容将

涉及两者在多个维度的关联与交叉，文章也将对协同模

式、议题关联及实现路径进行分析。

2 关于国际议程之间关系的文献回顾

实际上，国际议程关联早已受到全球治理学者的关

注［5］。国际学界普遍认为各类国际议程之间存在协同治

理关系，其中，一些规范性因素是国际制度产生相互关系

的基础［6］。实际上，从多边环境条约的发展上看，全球环

境治理的条约体系内部呈现复杂的网络化发展格局［7］。

同时，既有文献也呈现了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大量研究对国际议程的嵌入问题进行过深入分

析。这些研究认为，这种嵌入关系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

特定制度可能被嵌入一个涵盖更为综合性的制度性框架

之中，另一种则是某一治理架构可能被嵌入关注同一问题

的国际制度之中。对于国际环境气候制度而言，这种嵌入
关系分析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可以有效厘清国际制度与

议程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可能的协同治理提供指导［8］。

第二，国际议程间的关系在一些研究中得到了初步的

探讨［9］。在关于国际制度研究中，迈克尔·祖恩( Michael
Zürn) 指出，全球治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系统，其中包括多
种层次的制度关系。而肯尼思·阿巴特 ( Kenneth W．
Abbott) ［10］更为重视制度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关系。以气候
治理为例，他认为应保持国际制度的多样化与分散式的多

中心治理架构。同时，他也提及联合国制定全球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对气候治理的重要性。他认为，相关国际制度可
以通过提高成员之间的协调和协作水平来加强机制，同时

保持多中心的利益，促进治理的有效性。

第三，一些研究界定了议程协同及其制度的关系类型。

环境治理学者，如利马 ( Mairon G． Bastos Lima) 和古普塔
( Aarti Gupta)等将国际环境制度的相互关系分为三种情况:

①核心利益相符的关系。两个制度的核心目标领域存在重
叠，其主要任务存在直接关联。②建立在互补性利益基础上
的关系。这是指制度间谋求预期的共同利益，并能促进各自
框架内的治理进程。③可能产生补充性收益的制度关系。这
种关系为制度间提供未被预期的治理效果。

虽然上述文献在理论视角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并

未进行大量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以上分析作为国际制度
研究的理论背景，为本文进一步建构国际议程关系起到了

支撑作用。在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上，气候政策
可以为全球环境的可持续性带来重大的潜在利益，鉴于两

者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其关联性和协同问题受到来

自经济学、国际政治、国际公共政策、环境管理、国际法等
诸多领域学者及一部分知名智库的重视，相关成果和政策

报告不断涌现。这些研究针对具体的问题领域建立了
《2030年议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一般性关联，并已经识
别了一些重要的科学或治理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以

两者的宏观关系以及协同治理的机制、涉及领域为分析对
象，也未充分阐述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3 国际制度中的协同治理

全球治理体系不仅仅是不同问题领域制定规则和建构

制度的总和。实际上，全球治理还涉及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其所形成的的复杂治理关系。一般来说，国际制度间若
存在一些重要的关联基础，协同治理则容易产生，特别是问题

领域的同质性与制度关联是协同治理的基础条件。

3． 1 关联基础

整体看，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三个层次上的内容: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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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则、具体国际制度安排及权威间的关系［11］。这三个

截然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层次”相互作用，塑造全球治理

的进程。这些层面包括一般性和跨部门的规范性原则;一

系列密集的特定国际制度，不同类型的合法性; 全球治理

系统内不同权威之间的关系。国际制度将责任分配给不

同政治层面的治理行为体，这些行为体将其转化为治理进

程和结构。在这个复杂过程中，国际议程可能产生跨国的

治理活动，如议程设置、倡议、政策协调、监督，以及裁决和

履行责任等。诸多国际制度则容易形成复杂关系，相关问

题领域与功能将不断外溢。

在现实治理环境中，国际议程在核心议题、基于共同

的规范性原则、目标战略、特定国际制度及多种行为体间

将形成多重关联，这种关联性塑造了国际制度协同的客观

基础。同时，目标体系是制度关联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直

接决定国际制度间能否协同。规范性基础影响核心议题

的治理，同时为战略目标提供指导。总之，从国际制度上

看，如果治理系统在归属上具有同一性，则更易塑造共同

的目标和战略，国际议程间进而形成高关联性。与此同

时，隶属于不同治理体系的异质性容易造成国际制度间的

竞争，而隶属于相同治理体系下的国际制度更容易形成整

合和协同治理的关系。

3． 2 协同治理

特定的议程关联构成了议程间协同治理的国际制度基

础。协同( synergy) 实际上是共同执行之意。而在社会科学

和自然科学中，协同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系统内的子系统

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和协作，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12］。

从国际关系学科看，这一进程是要建立一种有效且有

序的治理制度。在全球治理中，基于一个具体议题的联合

行动可能形成不同性质的合作关系，这些合作关系共同制

定目标战略并分担治理中的责任，形成制度间的协同关

系。这种关系具有利益聚合的特点，汇集了规范、资源和

工具等制度要素，以解决治理中的困境。具体而言，治理

体系、规范基础、实施路径三个方面决定了协同治理的水

平。同时，国际制度间的协同存在一种动态关系，这种关

系随着议程协调的进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国际制度所期

待的这种协同增效不大容易自行发生，因此，需主动进行

制度间的整合与协调，以便最大限度地提升治理收益，达

到有效执行公约和落实议程的效果。

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就全球治理领域国际制度间的协

同治理而言，存在三种模式，即自发型、伙伴型和系统型
( 见表 1) 。联合国引领的国际议程的制度关系有从自发

型逐渐演变为伙伴型协同关系的趋势，但能否发展成为系

统型的关系，则取决于多重因素，包括上文所述的规范性

原则、具体制度及行为体间的关系等。

4 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

目前，《巴黎协定》和《2030 年议程》建立的机制在全

球治理中具有普适性。虽然与《巴黎协定》相比，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议程不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但各国

的政治承诺至少反映出一种在全球发展观上的广泛共识。

其中，两者关于“可持续性”的规范基础实际上是相同的，

这是协同治理的重要基础。

4． 1 协同治理的规范性基础

可持续性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重要的规范性原则。

从科学评估的结论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PCC) 认为，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二元关系。

一方面，气候变化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条件，这些条件也是

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优先政策选项影响着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可能造成

气候变化。因此，将气候政策融入旨在使国家和地区发展

路径更具可持续性的更广泛的战略之中，可以有效减轻气

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负面风险和脆弱性［13］。

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相同的规范性基础，

两者在多个方面具有高度相关性，特别是，两者在道德维

度上的关系。气候变化可能进一步侵害弱势人群的生计

权益，如健康威胁、减少水的获取、对居住条件和基础设施

的破坏等。由于自然系统、资源、基础设施及生产力的变

化，气候问题可能整体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和速度。而经

济增长放缓将导致收入减少，因此，它直接影响在可持续

发展中“减贫”这一重要问题的落实。具体而言，气候变

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紧密，具有较强的因果影响。

第一，气候变化直接影响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气候

变化可能会改变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而其中一些破坏是

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可导致土壤生态系统的变化，进而

影响人类的食物供给［14］。此外，气候变化还可能对区域

性的粮食安全造成影响，导致粮食安全趋向恶化。同时，

表 1 协同治理的三种典型

类型 自发型 伙伴型 系统型

特点

由于问题领

域相关，产生

了一种松散、

较为随意的

合作关系，一

般以共同倡

议为形式。

建构为合作伙伴，

主要是对一些共

同关注的政策进

行制度性关联。

多种行为体广泛

参与，但一般仅限

于单一层次。

由更高权威安排

的自上而下治理

路径所形成的多

层次、全方位的协

同治理关系。

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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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也可能会降低生物多样性，并加剧现有的环境退

化，从而侵蚀人类的生存环境。

第二，气候变化与公共健康的关系突出［15］。在全球

范围内，这些负面影响包括以下内容: 一些地区的气候变

化导致疾病与死亡率的增加;提高传染性疾病( 如疟疾、登

革热) 的流行率;污染的水和食物加剧霍乱和痢疾等疾病

肆虐;饮用水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导致营养不良的情况不断

恶化，进而威胁了健康的先决条件。气候变化可能直接影

响儿童和孕妇，因为这一人群特别容易受到病媒传染和水

传播疾病的影响［16］。

第三，气候变化对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的间接

影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影响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比如生产条件、自然条件、健康、金融、物质资本和受教育

的机会;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会破坏基础设施，并导致弱

势人群流离失所［17］。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气候的负面影响，具

有更大的脆弱性。因此，全球气候制度下的减缓和适应需

要兼顾发展中国家各异的经济发展水平，充分认识到气候

变化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因果关系，利用气候变化与其他政

策之间的协同作用，改善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

在的割裂关系［18］。

基于上述科学评估结论，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议题

的关联性也在过去 20 多年内不断提升，议题间的关系也

反映了协同治理的趋势，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最初在理念上的共

生。两者成为联合国框架的关注重点始于 20 世纪 90 年

代。1992年 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里约大会) ，成

为国际环境治理的里程碑事件。这次大会达成了全球环

境治理领域的三大公约: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FCCC) 、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防治荒漠化公约》( CCD) 。

三大公约的共同达成实际上已经对与气候相关的要素进

行了整合。其中，《生物多样性公约》和《防治荒漠化公

约》涵盖了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又因为土地

退化与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作用的丧失相伴，这也就降

低了碳储存的能力。会议所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

言》、《21世纪行动议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率先在国际

上提出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确立了国际社会关

于环境与发展的多项原则，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 CDBＲ) ［19］。

第二阶段，在“里约 + 20”峰会上，各国强化了将可持

续发展从理念转变为全球政策实践的立场，由此产生了与

气候议题进一步的议程关联。2012年 6月，在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大会( “里约 + 20”峰会) 上，各国一致同意采取措

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并应对气候变化。这次峰会对

《2030年议程》和气候变化治理的关联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国际社会重申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挑战

的政治承诺;二是，整体评估了落实可持续发展取得的进

展以及在实施中存在的差距; 三是，强化了在可持续发展

的同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大会的主要成果文件
《我们期待的未来》再次体现了 1992 年“里约”会议一些

原则的重要价值，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还

决定建立高级别政治论坛 ( 替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 ，为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提供指导。

第三阶段，2015 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将

气候变化目标纳入新的全球议程［20］。涉及气候变化问题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提出，“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及其影响”，这为同年随后举办的巴黎气候大会创造了重

要的政治动力和舆论氛围。目标 13 包括三个指标:一是，

加强各国抵御和适应与气候相关的灾害的能力( 目标 13．

1) ;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规

划( 目标 13． 2) ;三是，加强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减少影响

和早期预警等方面的教育和宣传，加强人员和机构在此方

面的能力( 目标 13． 3) 。

实际上，以上三个阶段已经完成了两者在规范性理念

上的充分关联，为其制度性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与道德

基础，形成了较强的治理逻辑关系。

4． 2 协同治理的制度条件

协同治理的基础就是国际制度间的频繁互动。《巴黎

协定》为协同国家实施适应和减缓措施提供了广泛的规范

基础［21］。自《巴黎协定》和《2030 年议程》通过以来，各种

行为体( 国家、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 在国际制度内

探索议程间的协同潜力，并努力将其转变成对实际执行具

有意义的政策方向，已经形成了协同治理的相关制度

条件［22］。

第一，两个治理体系均隶属于联合国系统体制。两者

均已形成独立的复杂规则与制度，由多种机制组成，拥有

各自的目标、原则和义务［23］。由于全球治理的相互依存

已经产生了复杂的国际规范和机制［24］。因此，机制之间

的潜在冲突将阻碍治理的进程［25］。鉴于这种机制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协同治理也已经引起联合国的高度重视。联

合国认为现有的机构安排阻碍了协同治理的发展，如古特

雷斯所言，联合国需要进行一场机构改革以及为实现两个

议程所做的全系统动员，因为改革其发展系统，才能更好

地协助各国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26］。可以说，基

于同一治理系统是推动《2030年议程》与《巴黎协定》议程

关系的重要制度背景，并提供了更大的制度协调空间。

第二，在治理路径上，两者均强调国家意愿的“自下而

上”原则，治理模式趋同。《巴黎协定》作为联合国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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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制下最新的制度创新，采取了将“自下而上”与“自上

而下”的元素相结合的混合方式［27］。这种“混合方式”强调

了国家层面采取气候措施的自主性，以“自下而上”推动
“自上而下”的减排方式［28］。而《2030 年议程》是一项具有

普适意义的全球行动计划，并建立了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

审议架构。各国政府需要对国家和次国家级别的实施进展

进行定期且具有包容性的审议，并在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

治论坛上进行自愿分享。这些制度设计也为国家的自主性

提供了巨大空间，因此，只要各国政府不断推进，努力减缓

并适应气候变化，便可获得国际认可并取得声誉。

第三，资金、技术机制日益多元交叉。《巴黎协定》下

气候融资的"资金池"，将不断得到更为普遍的支持。《巴

黎协定》提出，气候融资向可能希望从事或已经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财政和其他支持的各方开放，这反映出在联合国

气候变化机制谈判之外更广阔的空间。同时，2015 年各

国达成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是与《2030 年议程》相

匹配的可持续融资金融框架。该行动议程提出，通过南北

合作、南南合作以及在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的交流合作，

加强对能力建设的支持，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这一《行动议程》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策

方向，如建立“技术促进机制”等内容［29］。因此，两者在资

金领域上具有更大的协调空间。

第四，制度建构逐渐影响国际进程。2015 年，《2030 年

议程》还提前对《巴黎协定》的制度安排进行了说明，起到

了为巴黎大会定调的影响。这一点体现在目标 13 的两个

前提条件中( SDG 13a和 SDG 13b) ，即在制度上进一步确认

了联合国框架下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主体性作用，以及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政治承诺。其一，发达国家履

行在《公约》下的承诺，即到 2020 年，每年从各种渠道共同

筹资 1 000亿美元，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帮助其切实开

展减缓行动，提高履约的透明度，并尽快向绿色气候基金注

资，使其全面投入运行。其二，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建立增强能力的机制，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

效规划和管理提供支持［30］。此外，“国家自主贡献”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关联性也十分突出( 见表 2) ［31］。

从国际气候进程角度看，联合国缔约方大会机制应更

好地运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相关联的契机，推动

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合实施方式。这一

工作的核心就是协同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之间的国际制度。

4． 3 协同治理的相关内容

由于问题领域时常出现冲突，协同治理的内容日益清楚

可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冲突领域和交叉领域两个方面。

一是冲突领域。在能源等方面，可持续发展与气候机

制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冲突［32］。在能源方面，目标“为

所有人提供能源”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之间也存在着难以

弥合的鸿沟，在《巴黎协定》里主要体现在第 2 条和第 4． 1

条。但若无法显著增加可再生能源及其能源效率，减少化

石燃料的生产、消费和相关补贴，该结果就无法实现。此

外，《巴黎协定》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7“人人享有可持

续能源”间也存在广泛的政策协调，可以在实际执行层面

强化这些相互增强的目标［33］。目前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

变化，如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已经产生一些协同作

用，包括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运输行业和土地可持续使

用政策等方面的协调，但整体情况并不乐观。此外，其他

目标间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二是交叉领域。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与《巴

黎协定》之间的交叉领域突出，具有较为充分的议程关联

空间。土地、海洋、粮食及能源领域可成为两者进行协同

落实、优先制定联合政策的范围。其一，可持续发展目标

需要应对气候变化和土地退化的综合方法，特别是目标

15． 3提出的“土地退化”政策。而在《巴黎协定》第 7． 9

( e) 条中，则要求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并在目标
1． 5 中提出增强恢复能力，减少贫穷者的脆弱性、暴露程

度并改变其弱势地位［34］与此同时，关于森林碳汇的可持

续管理，《巴黎协定》的第 5 条与目标 15． 2 完全一致。其

二，《巴黎协定》与海洋保护目标，特别是 SDG 目标 14． 3

减少和解决海洋酸化的影响需要协同治理才能实现［35］。

其三，《巴黎协定》重申将粮食安全作为突出问题。气候

变化对全球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极端天气和气候灾害频发、

粮食产量与国民经济总量减少、生态系统承受力与可持续

发展能力减弱，进而威胁世界各国的粮食安全。可持续发

展目标 2． 4涉及可持续粮食生产、恢复农业与气候变化的

协同治理。

根据统计，各国“国家自主贡献”中的项目能够与可

表 2 气候行动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联

气候行动 可持续发展目标

关

联

性

生物能源的拓展 粮食安全( 目标 2)

空气污染 基于空气质量的健康(目标3． 9)

能源价格上涨 能源可及性 ( 目标 7)

消费增长 经济增长( 目标 8． 1)

化石能源投资下降 就业率( 目标 8． 3)

核能扩散 基础设施的安全( 目标 9)

大气 CO2 浓度达到峰值 减少海洋酸化( 目标 14． 3)

CO2 捕获和埋存的风险 可持续生产( 目标 12． 4)

来源:笔者根据文献［3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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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目标相呼应( 见表 3) ，成为后续协同治理中的突

出问题领域。

根据上述统计，大部分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

也十分关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相关目标的实现。其中，使

用清洁能源、保护地球生态系统、消除饥饿和实现城市可

持续发展等议题广受关注。所有国家都在其国家自主贡

献中提到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使目标 7 与国别气候政策

密切联系; 农业和粮食安全是最常见的主题之一 ( 目标

2) ;由于森林和土壤是主要的碳汇，许多国家的气候行动

侧重于应对与目标 15有关的问题，包括森林管理、造林和

生态系统保护;目标 9涉及基础设施、能源和住房，很多气

候政策侧重于建设有抗灾能力的新型基础设施，并升级现

有的基础设施;很多治理内容与降低由气候引起的健康风

险( 目标 3) 相关;诸多涉及目标 6 的议题突出了减缓和适

应的气候政策，例如供水和卫生、水安全和用水效率、再循

环和废水安全管理; 而与目标 12 有关的行动侧重于回收

和减少废物;与目标 14 有关的行动主要集中于沿海管理

和保护渔业; 86%以上的数据包括与目标 17 相对应的活

动，如财政资源调动、能力建设、研究和技术合作。［36］

4． 4 协同治理的动态变化

一般认为，国际议程间存在许多潜在协同治理需求且

可以整合的领域。这种协调关系也呈现动态变化的特点。

其中，全球治理碎片化、反制度化进程影响国际倡议的

作用。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联合国的权威

关系也呈现动态变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是重要的发展机遇，但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一直

被发达国家所引领，因此，两个议程的协同还需要国家行为

体进行更深的政策协调。整体而言，目前的关系与协同治

理缺乏制度性的重大创新，联合国的机制改革应以 2030 年

议程为核心加快重组。

一方面，联合国组织结构碎片化、工作程序高度复杂，

导致运转困难、新的规范与制度不断出现，这些都阻碍了

协同的效力。［37］如果联合国系统无法克服制度性障碍，还

可能导致国际倡议的碎片化。［38］在破解这些局限与问题

方面，国际机构之间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确实有助

于防止和解决冲突，实现治理机制的宗旨目标。同时，国

际法约束力缺失影响了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此，2017 年 7

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落实《2030 年议程》以及促

进机构改革提交了报告，建议联合国系统以其《2030 年议

程》为核心进行重组，强化政策整合、数据管理、合作伙伴

关系以及融资等工作，以期强化联合国在全球议程中的领

导作用。这份报告凸显了联合国系统领导全球可持续发

展的决心与立场。为此，联合国提出促进协同治理的“三

步走”战略: 第一步，联合国系统将努力确保《2030 年议

程》各项目标的筹资活动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政策中得到充

分体现; 第二步，改革联合国发展体系，加强国家工作小

组，支持各国建立创新金融伙伴关系，更好地利用资源促

进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吸引金融投资;第三步，联合国提

出利用能够推动大规模融资和金融系统发展改革的重大

国际举措进行倡议，加强合作［39］。

另一方面，国家间合作的不协调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因

素也是影响两者协同的重要因素。气候与可持续发展涉

及多个政府部门进行协同治理，因此，政策制定与执行难

度极大。国内的这种割裂必然影响国际治理的有效性，特

别是特朗普执政以来，改变了美国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对

全球治理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并直接威胁了全球治理

的制度基础。在协同治理中，非国家行为体施加了重要影

响，这不仅体现了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影响力，而且

也深刻地反映其政治诉求与政策偏好。因此，两个议程的

制度协同要求明确各自授权与国际机构的有效分工，更加

密切地协调与合作，以统一的方式取得一致的结果，并产

生最佳的政策影响［40］。

此外，其他重要国际机制也将影响协同治理的效果。

例如，二十国集团( G20) 在其中的作用。G20 已经明确表

示将为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发挥 G20作为全球

经济论坛的比较优势，通过国别和集体承诺落实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亚的斯亚

贝巴行动议程》［41］。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和《巴黎协定》框

架下所作出的承诺已经成为 G20 的优先工作［42］。因此，

联合国系统与 G20机制进行合作，有助于扩散协同治理的

影响，获取更强的政治意愿。

4． 5 协同治理的类型

伙伴型协同治理所建构的合作伙伴的功能主要是对

表 3 各国“国家自主贡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交叉(降序排列)

国家自主贡献( NDC)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1 190 项 目标 7 现代能源

913 项
目标 15 陆地生态系统，遏制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

842 项 目标 2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

649 项 目标 11 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630 项 目标 6 水和环境卫生

533 项 目标 17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475 项 目标 9 基础设施

411 项
目标 13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及其影响

来源:文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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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共同关注的政策进行制度性关联，并吸引多种行为体

的广泛参与，但缺乏系统的制度安排。从协同性上看，目

前两个议程之间的关系是自发性协调、缺乏整体规划。

《巴黎协定》与《2030 年议程》并未建立重大的制度性关系

或是受到协同机构的管理。相互间的支持目前主要停留

在技术层面，缺乏在全球政策规划方面的协调。而且，目

前《巴黎协定》主要通过国际倡议的方式增强与《2030 年

议程》的协同落实。这一局面也造成相关国际机构之间的

议题交叉、功能重复，影响并降低了联合国治理的有效性。

目前来看，两者的制度关系在不同维度上进行演进，

其关系从自发型向伙伴型的协同治理发展。这种动向是

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各自制度内的协同。《巴黎协定》在许多条款

中明确了通过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各

缔约方提供了行动背景［43］。其中，《巴黎协定》第六条就

提出了通过执行国家自主贡献，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

护的内容。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许多国际法律协

定认可的原则和总体理念，并且通过国际文书赋予具体内

容合法性。在《2030 年议程》的谈判中，国际社会也强调

了将气候变化考虑纳入可持续发展各个领域及相关目标

的重要性;一些国家则赞成单独设立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最终，这两种方法结合了起来，目标 13

成为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各种目标下

的具体指标也将气候治理纳入其中，显然，发展与应对气

候变化是分不开的［44］。可以说，两者均在各自的谈判中

充分考虑到了彼此的位置与关系，因此，后续的规则建构

将影响协同治理的效果。

第二，国际层面的协同［45］。由于新的议程与制度的

不断建立，全球环境治理一直呈现碎片化倾向［46］。《巴黎

协定》和《2030 年议程》的利益攸关方可以在决策过程中

进行政策学习，建立网络并形成共同的国际倡议［47］。

2017 年 3 月 23 日，联合国就“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议

程”召开高级别会议。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表态上看，可

持续发展目标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关系已经十分迫切。

这次高层会议提升了气候变化的政治动力，力求实现维持

全球平均温升低于 2℃的目标［48］。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

动力不仅对《巴黎协定》具有重要影响，也将有助于达成

与 2030 年议程目标的更多共识［49］。

第三，国内层面的协同治理。《2030 年议程》与《巴黎

协定》的协同落实有助于国家将国内行动进行整合，从而

激发协同实施的全球潜力和更为整合的国际制度。其中，

国家层面的协同实施是指，两者需要在国内规划、政策与

机构的整合。一方面，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定领域的

法律、政策和措施将需要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多层

治理协同有助于促使各方面进一步增强抵御力和适应能

力，如减灾、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和粮食生产

力、健康以及其他发展政策。另一方面，实现更多的本土

化减排协同，即许多减排措施可以并且应该基于城市、社

区的本地政策，如空气污染、卫生措施、恢复和加强碳汇以

及节能措施等方面。

第四，两个议程治理上的同步性。在治理进度上，各

国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确立在 2030 年左右，作为实现

初步低碳减排的时间节点，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具

有同步性。因此，气候治理的有效性将推动《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在多个方面取得进展。同时，这些具体落实

的结果对能否实现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2℃以下的目

标产生深度的影响。

5 结 语

综上所述，既有的国际制度特征已经表明了进一步协

同治理的可能性。现有制度关系包括:第一，在规划层面，

《2030年议程》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远景( 第 55、63 段)

与《巴黎协定》第 4． 19 条所预期的长期低温室气体排放
“发展战略”相关;第二，两个议程都倡导多元行为体的广

泛参与，包括教育、增强公众意识、促进信息获取和公众参

与;第三，实施手段相似，如资金、技术开发和转让，以及
《巴黎协定》提出能力建设应该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安

排。因此，各方进一步推动共同落实两个架构的工作将不

断加强。

同时，国际社会将形成更为广泛国际政治承诺提升协

同治理的政治动力。正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7

年自愿国家审查综合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应对

气候变化列为国家发展计划的核心。各国在可持续发展

目标与本国法律和政策结合方面展现出强劲的政治领导

力。基于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对能源效率、清

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突出全球政策协调的中心

位置［50］。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也十分关注两者协同治

理中的能源问题，其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认为，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一道，真正应对气候变化，加强执行其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与手段［51］。在这一过程中，多元的

治理主体将在协同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从可持续发展

目标看，全球气候治理应进一步囊括各国政府、城市和其

他利益攸关者，推动建立有效、平衡的全球伙伴关系( 目标
17) 。此外，联合国也应在两大治理框架内推动后续机构

改革，提升系统内组织运转的有效性。

总之，以上两者的协同治理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只有

减少和消除《巴黎协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联系中潜

在的冲突，各国才能进一步驱动其落实工作。因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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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政策制定者应对两个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

分析，促进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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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etic governance: re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 2030 SDGs and climate change

DONG Liang
(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Beijing 100037)

Abstract The synerget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agenda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global governance． In particular，the UN-

l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have taken top places o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genda，and their synerg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share a common normative basis． The two have formed a close relationship in governance through issue linkages and complex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which strengthens their relevance． At present， this type of synergetic governance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embedding relationship． One of the goal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is to address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aim of the Paris Agreement has been embedded in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but it is also inconsistent

with some othev goals． Therefore，further synergetic governance is necessary． Second，goal-settings． The specific items of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have formed a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with most of the indicators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thus the co-governance is homogeneous． Third，functional spillovers． The synergetic relationship is

embodied in many aspects，especially in the coordination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the convergence of governance models，the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channels，reforming development agencies centering on the United N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urther joint policy initiatives，rule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formulation． At present，the 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evolving，and the relevance is accumulating at different levels，and gradually transform into partnership-like synergetic governance．

Key words linkage; synergetic governance;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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